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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主要湾区生态系统特征、修复理论与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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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总结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等国内外主要湾区的生态系统特征、生态修复理论和实践研究进展，在辨

析生态修复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及综合分析方法，分析了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及驱动因子，归纳总结湾区生态

修复的主要理论基础、技术模式及案例。 结果表明：（１）国内外三大主要湾区的生态系统特征为森林占比最高，其次是农田和

草地占比，城镇占比第三。 森林一般分布在湾区外围，城镇分布在湾区内核河口三角洲附近。 （２）湾区生态修复理论包括以恢

复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为基础的三种修复理论，生态修复的类别分为补救修复、改善修复、生态恢复和复

垦等。 （３）湾区生态修复技术模式包括主动修复、被动修复和重建等三类技术模式。 在总结梳理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模式的

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生态修复存在问题，本文提出我国和广东省开展生态修复实践的建议和展望，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修复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格局；主动修复；被动修复；修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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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威胁，引发了森

林、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结构失调与功能丧失，生物栖息地的破坏与生境破碎化，物种灭绝与生物多样性减

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削弱等问题，退化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全球一半以上的

人口居住在距海 ６０ ｋｍ 的范围内，７５％的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与 ６０％的经济总量分布在距海 １００ ｋｍ 范

围内［１］。 湾区作为海陆交汇形成的特殊地理单元，具有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高等特点，面临

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不断凸显。 因此，对湾区退化生态系统开展修复，并恢复其提供的重要生态服务功

能，对人类未来延续自身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生态学会在 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英国 １００ 个与咨政相关的生态学问题》中，“过去和现在的围栏捕鱼、铺

设水底管道、移除砂粒层、片断化栖息地、筑坝等等河岸带工程将给河岸和河流内部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什么后

果？”“海岸、河口和河流等栖息地对于濒临灭绝的洄游鱼类种群有怎样重要的意义？”“怎样使可实施的大尺

度生态恢复工程被优先考虑？”等科学问题［２］，提示和启发了开展生态修复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模式的

重要性。 当前，湾区生态修复大多聚焦于工程实践评价，缺少从生态系统特征入手，梳理归纳湾区生态修复的

理论和技术模式。 本文基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及综合分析方法，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湾区生态系统特征、退化机制、
以及开展生态修复所依托的理论和技术模式的分析，力图为我国及广东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修复提供理

论和技术支撑。

图 １　 湾区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立体剖面示意图（改编自［３］ ）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３］ ）

１　 湾区生态系统特征

湾区具有特殊的生态格局特征，其中海湾是湾区的

核心组成要素，河流连接了陆地和海洋，森林、山体、河
湖、滨海湿地、海洋、海岛等相互依存，形成海陆一体的

景观生态格局。 从社会经济形态上，湾区往往是人类活

动和居住的密集区和经济物流发达区，一个围绕沿海口

岸由江河相连的城市群、经济增长极，因此城镇和农田

生态系统也占据重要的比例（图 １）。 全球各地的湾区

地理分布多样，空间差异大，但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

生态系统和城镇、农田等人工生态系统是湾区主要的生

态系统类型。 湾区生态系统在原材料供给、防风固沙、

洪水调蓄、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休闲游憩等方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

重生态系统服务。
国内外三大主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呈现出不同的生态系统格局特征（图 ２，图

３），粤港澳大湾区是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包括珠三角 ９ 市、香港和澳门；东京湾区

是指 Ｔｏｋｙ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包括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一都三县；旧金山湾区是指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ｙ Ａｒｅａ，包括旧金山市和周边 ９ 个县。 在三大湾区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中，森林是面积比例最高的

生态系统类型，占比分别达到 ５６．８％，３２．２％和 ４１．１％。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森林生态系统比例最高，超过总面

积的一半以上，东京湾和旧金山湾区占比分别约为总面积的三成和四成。 农田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东京湾区占

比第二的生态系统类型，分别达到 １６．９％和 ２９．３％；而旧金山湾区占比第二的是草地生态系统，占总面积的

２３．６％，其农田生态系统占比较小，仅为 ８．６％。 城镇生态系统在三大湾区的生态格局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占比

分别达到了 １５．２％，２３．３％和 ２０．２％；相比之下，湿地生态系统在三大湾区生态格局中占比较小，分别为 ８．８％，
２．６％和 １．０％（图 ３）。 森林一般分布在湾区外围，城镇分布在湾区内核河口三角洲附近。 湾区生态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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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剧烈的区域通常集中在城镇、农田等人工生态系统的扩张区、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区。

图 ２　 国内外三大湾区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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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内外三大湾区生态系统格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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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三大湾区的生态系统格局现状数据基准年分别为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７ 年；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格局结果为自有数据分析得出；东

京湾区的数据引自日本地球环境所［４］ ，旧金山湾区的数据引自湾区开放空间委员会［５］

２　 湾区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及退化机制

２．１　 湾区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社会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对湾区生态系统透支较为严重，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城
镇面积的扩张蚕食了农田和滨海湿地，生态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区域生态安全受到

威胁。 湾区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构成趋于单一、稳定性下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削弱，生物多样

性锐减和自然灾害频发，并面临着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居环境恶化、流域水环境问题突出、自然岸线减少与滨海

湿地退化、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
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居环境恶化、流域水环境问题突出。 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和扩张集中在湾区近岸地区，

三大湾区都具备很高的城市化程度，城市化率均超过 ８５％，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甚至达到了 ９４％和 ９６％，
出现了千万人口规模的城镇区域（图 ４）。 快速城市化致使城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不断降低，导致人居环

境恶化，流域水环境问题和大气污染问题仍然突出。 ２０１８ 年珠江口海域水质处于劣四类海水水质，湾区城市

内河和深圳、东莞、揭阳等部分跨市区交界水体仍然受到严重污染［１１］；大气区域污染仍处于高位，２０１８ 年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 ２８ μｇ ／ ｍ３，高于东京湾和旧金山湾区，且尚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指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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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国内外三大湾区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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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三大湾区的社会经济指标的数据基准年为 ２０１８ 年，数据引自［６］ ；环境压力指标中，城市化率、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基准年

为 ２０１５ 年，数据引自［７］ ， 人口密度、ＰＭ２．５数据基准年为 ２０１８ 年，人口密度由社会经济指标计算得出，ＰＭ２．５数据分别引自粤港澳珠三角区

域空气监测网络、东京都环境局和旧金山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８⁃１０］

（２５ μｇ ／ ｍ３）（图 ４）。
湾区自然海岸线大幅较少，滨海湿地面积锐减。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湾区沿岸

城市为了缓解建设用地紧缺的问题而持续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沿海岸线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粤港

澳大湾区人工岸线加速增长成为主导岸线，自然岸线不断萎缩，所占比例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６．１４％锐减到 ２０１７ 年

的 ３６．１２％，逼近国家设定的 ３５％的自然岸线保有率底线［１２⁃１３］。 大湾区红树林、滩涂和盐沼等滨海湿地面积

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红树林面积已从 １９８６ 年 １７．５８ ｋｍ２减少到 ２００５ 年 ９．１９ ｋｍ２，减少了近 ５０％，至 ２０１５ 年，
粤港澳大湾区累计填海围海 ４０５．９５ ｋｍ２，自然滨海湿地日渐萎缩、消失［１４⁃１５］。
２．２　 湾区生态系统退化机制

在一定时空背景下，由于自然、人为或者二者共同的干扰下，健康生态系统的结构破坏功能丧失，生态系

统稳定性和恢复力削弱，生物多样性下降，这一过程被称为生态系统退化。 外界干扰是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的

主要触发因子，一方面通过对个体生理、种群结构、群落丰富度稳定性的影响，最终引起生态系统结构的改变；
另一方面干扰影响了生境条件，可直接或间接破坏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组分，造成生态过程和生态链的断裂，导
致生态系统的崩溃［１６］。

生态系统退化根据干扰影响程度的不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退化前期，生态系统受损状态较轻，可通过

提高生态系统管理进行修复；退化中期，生态系统已经受到较大破坏，生态功能削弱，开展生态修复需要实施

植被调节；退化后期，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生态功能丧失，开展生态修复需要改造生境条件（图 ７）。 景观

尺度上，退化同样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展修复分别需要提高残留生境的管理、需要生境调控和替换、以及需

要改造景观尺度的外部环境等措施（图 ７）。
针对湾区陆海一体的生态景观特点，对湾区的陆地生态系统（森林、草原、山体、农田、城市）和水生生态

系统（河流、湖泊、沼泽、海岸带、海洋）为对象，比较分析湾区不同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图 ５）。
引发退化的自然干扰驱动力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导致的森林火灾、干旱、海平面上升等）、病虫害、台
风风暴、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外来物种入侵等［１７⁃１９］。 而人为干扰是当前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包括自然资源过度获取［２０］（砍伐森林采挖植物、过度放牧捕捞、采矿、开采油气资源）、土地利用改变［２１］（毁林

开荒、围湖造田、填海造地）、城市化扩张［２２］（自然空间锐减、港口建设、建设用地扩张）和污染排放［２３］（使用农

药化肥、生活和工业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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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湾区生态系统类型及其退化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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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湾区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思路

３．１　 湾区生态修复的概念解析

３．１．１　 生态修复的概念

生态修复是指为协助已退化、损害或彻底破坏的生态系统而进行的恢复、重建和改善的过程［２４］。 在更广

阔的视角下，生态修复的范围可延伸至景观尺度，协助受损的景观恢复其结构和功能的过程。 生态修复使退

化的生态系统处于恢复的轨道上，围绕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功能、生境适宜性、与周边景观的连通性等方

面，使退化生态系统回归其适应外界变化和物种持续演化的轨迹，并以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目

标［２５］。 湾区生态修复关注的是在湾区海陆一体的景观格局中，协助受损或退化的森林、湿地、河湖、城市、海
岸带、海洋等生态系统而进行的恢复、重建和改善的过程。
３．１．２　 生态修复的类别

生态修复是众多修复性活动的统称，其最终目的都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规律，使退化或受损的生态系统

回归到一种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按照自然演替的生态学规律，将从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被停止干

扰，到最终修复到原初的生态系统状态的过程，视为一个“理想修复过程”。 按照理想修复的不同阶段和特

征，生态修复主要包括补救修复、改善修复、生态恢复以及复垦等几个类别（图 ６）。
补救修复是指在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开展修复的初期，实施的纠正错误、补救修复的行动。 这一阶段主

要以人的主动治理作用为主，重点关注修复的具体技术领域。 例如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法去除土壤或

水体中的化学污染物、改变或调控环境的水文条件等［２６］。
改善修复是指在理想修复阶段的中期，以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行动。 这一阶段侧重将人的主

动治理行为与自然的能动性相结合起来，改善修复不是以修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而是重

点修复与人类需求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２４，２７］。
生态恢复是指在理想修复阶段的后期，以使受损生态系统完全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行动。 这一阶段强调恢

复过程中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即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力量，促使已受损生态系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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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生态修复的过程阶段和不同类别（改编自［２４，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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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受损时的原初状态，恢复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２８］。
复垦一般是指的是由于退化生态系统受损极为严重，需要以人工干预为主导力量，重建和替代原有生态

平衡的新的生态系统的行动。 这是一种人为地重建生态系统的过程，新的生态系统往往与受损前的生态系统

完全不同［２４］。 如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的填充矿坑、覆盖露天矿土、平整土地、栽种植被等土地复垦工程。
３．２　 湾区生态修复理论

生态修复是建立在恢复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实践，其核心理论观点来源于恢复生态学［２５］。 随

着湾区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研究和实践的深入，针对湾区地理景观特点，景观生态学、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也成

为湾区生态修复重要的理论基础来源。
３．２．１　 以恢复生态学为基础的修复理论

（１）演替理论

演替是指在群落发展变化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

段，一个群落代替另一个群落的自然演变现象。 演替反映了生物群落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引发生境变化的过

程，在更高尺度上则反映了生态系统类型（阶段）的动态演变。 自然演替的方向是有一定规律的，生态系统发

生退化后，通过合理判断当前退化状态在该生态系统演替中的阶段，减少外界干扰压力并采取一定的人为操

作调控，协助其沿着正向演替方向进入生态恢复的轨道，并缩短恢复时间［３１］（图 ７）。 演替理论为人类对退化

生态系统开展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指导，被广泛用于湾区的退化或受损森林、草原、湿地、海岸带的生态修复

过程。
（２）生态系统稳定性理论

生态系统通过对外界干扰胁迫产生负反馈，使自身保持或恢复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这一保持自身平衡

状态的特性称为生态系统稳定性。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与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密切相

关。 恢复力又称生态系统弹性，是指生态系统遭受干扰破坏后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能力。 Ｈｏｌｌｉｎｇ 用茶杯和小

球形象地解释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机制［３２］：茶杯宽度和深度代表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范围，小球的位置代表了生

态系统状态；干扰压力下小球左右滑动，最终恢复到原初位置（图 ７）。 此外，提高群落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也

有助于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３３］。 生态系统稳定性理论为了解湾区生态修复过程不同阶段的特征和开展针对

性措施等方面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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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生态系统退化和修复的过程的概念模型图（改编自［２８⁃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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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尺度的退化和修复过程：数字圆球代表在不同阶段的生态系统状态，１ 代表未受损的、功能完整的生态系统，６ 代表严重退化、功能

丧失的生态系统；景观尺度的退化和修复过程：数字圆球代表在不同阶段的景观状态，１ 代表生境未受破坏或改造的、功能完整的的景观，６

代表代表生境被严重破坏或被改造程度很高、功能丧失的景观

（３）生态阈值理论

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决定了生态系统退化的方向和进程，当胁迫压力所引起的生物或非生物因素变化超过

了一定的阈值范围，生态系统状态就会发生跃迁，进入了下一个退化程度阶段，这种阈值范围即生态阈

值［３４⁃３５］。 根据发生跃迁强度的不同，生态阈值可分为生态阈值点和生态阈值带。 生态阈值点是指生态系统

受到环境变化后所引发的迅速而剧烈的转变，而生态阈值带指的是生态系统从一种状态逐渐转换为另一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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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过程。 生态系统尺度上的退化过程中，往往存在两个生态跃迁阈值，退化初期由生物因子控制的和退化

后期由环境因子控制的生态跃迁（图 ７）。 在景观尺度上，退化过程同样存在跃迁阈值，包括由于景观连通性

丧失导致的生态跃迁，以及因景观功能丧失引发的生态跃迁［２９］（图 ７）。 生态阈值理论广泛用于生态修复过

程中设定生态修复目标、界定修复阶段等方面。
（４）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

用。 不同的物种如果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且具有相同的生态位，则会形成激烈竞争而不利于各自种群的发展，
甚至造成其中一方的衰亡（图 ７）。 生态修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创建或重组能够抵抗外来物种入侵的植

物群落。 群落中如果具有相似生物性状的物种占据了生态位，则外来入侵物种很难建立稳定种群［３６］。 因此，
湾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特别是构建高物种多样性的复合生态系统（如复合农林生态系统、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应考虑构建群落中各物种的生态位，避免引进生态位相同的物种，避免或者减少种群间的竞

争，实现物种间共存，维持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
３．２．２　 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的修复理论

（１）“基质⁃斑块⁃廊道”与景观连接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在生态修复实践过程中可以提供有效的指导，其中的核心概念如“基质⁃斑块⁃廊
道”、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斑块镶嵌与连通性等都同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有着密切的关系［３７］（图 ７）。 景观

是一个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性陆地区域（包含湖泊、河道、湿地等），景观要素分成三种类型：斑块、廊
道与基质。 其中斑块的镶嵌分布和廊道的渗透功能所形成的的空间异质性格局，使得不同斑块生境之间的物

种产生交流、生态系统之间的功能交互，成为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重要景观驱动机制。 这一规律通过考虑生

境破碎化、整体土地利用方式和斑块的景观连接度等方面，进一步丰富生态修复方案和实践［３８］。
（２）“格局⁃过程⁃服务”理论

“景观格局、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当前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强调生态系

统空间格局、生态系统内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和生态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３９⁃４０］（图 ７）。 近年来，生态

系统服务逐渐成为生态修复的焦点［４１］，生态修复的过程改变了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

给和发挥具有重要影响。 湾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核心区和人口聚集区，更加关注生态修复后生态系统服务的

提升以及人类福祉的裨益。 “格局⁃过程⁃服务”理论在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和生态系统管理领域日趋成熟，通
过与流域生态过程的紧密结合，逐渐应用于河岸带、滨海湿地等湾区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生态系统管理等应用

实践活动中［４０，４２⁃４３］。
３．２．３　 以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为基础的修复理论

当前的生态系统退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活动的负面干扰，导致生态系统可提供的各类生态系统服

务削弱或丧失，人类福祉受损。 生态系统功能是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因此生态修复应始终聚焦提升生

态系统服务这一现实目标展开。 大型生态修复工程通常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对受损

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不仅要基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恢复，同时也与利益相关者、周围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

等密切相关［４４］。 因此，如果要实现生态修复成效的可持续性，恢复改善生态系统的各项服务功能，需要在“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框架下［４５］，参与设计和指导生态修复工程，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系统协调共生，
社会目标和生物目标的协同（图 ７）。 因此，以人地关系理论为代表的系统理论，在湾区的大型生态工程中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３．３　 湾区生态修复基本思路

湾区生态修复基本思路包括修复规划与设计、修复工程实施、生态监测与评估和修复实施后管理维护等

四个阶段。 （１）在修复规划与设计阶段，重点工作包括利益相关者各方合作、对受损生态系统现状的评估、识
别参考生态系统、设定生态修复目标和方案、开展安全性评估等；（２）在修复工程实施阶段，应正确运用修复

４８３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方法，并做好应对预期外情况的预案响应；（３）在生态监测与评估阶段，做好观测监测和记录，定期评估分析

进展，针对出现的新状况并适时调整方案；（４）在修复实施后管理维护阶段，做好持续的管理和维护，对关键

指标进行必要监控，对数据进行参考分析和比较。

４　 湾区生态修复的技术模式

４．１　 生态修复技术

在不同退化生态系统类型（如森林、矿山、湿地、湖泊、河流、滨海湿地、海洋）的生态修复过程中，由于在

退化阶段、退化程度和生态修复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采用的修复技术也各有不同。 按照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角度，主要包括非生物或环境因素的修复技术和生物因素的修复技术。
４．１．１　 环境因素的修复技术

环境因子恢复技术主要包括水体修复技术［４６］（如控制污染、去除富营养化、换水、积水、排涝和灌溉技术、
无公害产品开发与生产技术、土地优化利用与覆盖技术、物理处理技术、化学处理技术、生物处理技术、氧化塘

技术等）、土壤修复技术［４７］（如农耕制度和方式的改变、绿肥与有机肥施用技术、改良土壤、固土、水土侵蚀控

制、污染物土壤生物自净技术、施加抑制剂技术、移土客土技术、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和大气污染修

复技术［４８］（如吸附污染物微小颗粒、生物吸附和化学吸附等）。
４．１．２　 生物因素的修复技术

生物系统的恢复技术包括物种［４９］（物种的引入、品种改良、植物快速繁殖、植物的搭配、植物的种植、林分

改造等）、种群［５０］（就地保护技术、易地保护技术、自然保护区技术、种群规模、年龄结构、密度、性比例等调控

技术、种群行为控制技术）、群落［５１］（林灌草搭配技术、群落组建技术、生态位优化配置技术、林分改造技术、原
生与次生快速演替技术、水生与旱生演替技术等）、生态系统［５２］（国土资源评价与规划技术、生态评价与规划

技术、ＲＳ⁃ＧＩＳ⁃ＧＰＳ 辅助技术、生态工程技术、景观制图技术、生态系统构建技术等）。
４．２　 湾区生态修复技术模式

生态修复技术方案是多种修复技术的有机组合，在开展实际生态修复实践时，应在生态学原理的支持下，
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修复等手段，结合生态工程等适当的人工技术措施辅助，形成因地制宜、达到最佳效

果的修复技术模式。
以世界主要湾区名称和生态修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为主题

词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检索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发表文献，按照相关度从高到低，选取了国内外主要湾区开展生

态修复研究和实践的 ４２ 篇文献［４３，５３⁃９３］，并基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法，分析和总结了国内外湾区开展生态修复的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以及三类修复技术模式。 其中，国内外湾区在开展生态修复的生态系统类型分布既有共性

也有差异性。 主要湾区生态修复活动多集中于滨海湿地、城市和河流，其次是森林、湖泊和矿山等类型。 中国

的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城市和滨海湿地为最多的生态系统类型之外，同时森林和矿山的修复也有较多的分布；
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的佛罗里达湾区、切萨皮克湾区比较重视河流和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 在修复技术模

式上，国内外主要湾区采用的修复技术模式大多以主动修复模式为主，被动修复和重建模式为辅（图 ８）。
４．２．１　 被动修复

被动恢复是指不依靠人工干预或者最小化的人工干预，主要通过消除导致生态系统退化或破坏的影响因

素，并在自然条件下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到健康状态，一般适用于退化或受损程度相对较低的生态修复［９４］。
受损生态系统具备较强的自然恢复能力，现有的生物群落在停止引起生态退货的人类活动（如过度捕捞、放
牧，破坏本土植被等）后逐步恢复；通过加强与周边生境斑块的景观连接后，动物种群会恢复，植物群落可通

过种子自然散播逐步恢复。 当前国际上热门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再野化，河流重新自然化等修复理念，均
属于广义的被动修复模式。 其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受自然启发、支撑并利用自然力量与规律的生

态修复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共赢，在国内外湾区的生态修复实践中越来越受到关注［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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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国内外主要湾区生态修复的生态系统类型与技术模式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ｎ ｂａｙ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修复生态系统类型中，白色色块⁃红色色块代表了文献数量从 ０—５，文献数量越多色块约趋近红色，越少趋近白色；修复技术模式中，白色色

块⁃蓝色色块代表了文献数量从 ０—１０，文献数量越多色块约趋近蓝色，越少趋近白色

与主动修复相比，被动修复虽然耗时较长，但是在特定退化阶段的生态系统修复中具有更好的效果。 捷克生

态恢复学者通过比较采用主动修复和被动修复的矿山生态系统修复研究， 发现近期人工恢复（主动修复）比
自然恢复（被动修复）恢复快，但远期自然恢复区生物多样性和植被盖度更高， 自然演替的效果也强于人工恢

复区［９６］。
４．２．２　 主动修复

主动修复是指以人为工程技术措施占据主导，通过人类的控制和干预，以恢复或改善受损生态系统结构

和过程或使其加速进入群落演替轨道上的技术模式。 一般适用于退化程度较高的生态系统修复，如矿山复

垦、受损严重的河岸带、滨海湿地等。 受损生态系统具备一定的自然恢复能力，不仅要消除引起退化的人为干

扰，还需进一步积极生物干预（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和重新引入本土物种）或非生物干预（污染修复、恢复动物

生境廊道、栖息地环境营造）措施以修复生物或非生物损伤。 此外，由于很多受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恢复

通常需要数年或更长的时间，社会公众压力因素会干预或加速修复过程，这也是城市的受损或退化区域通常

采用主动修复技术模式的原因［９７］。 例如在开展河岸带生态修复的过程中，管理人员采取主动修复策略，使用

多种技术来干预以促进修复，包括恢复洪水侵袭之前的地形地貌或者河道、重新种植河岸带植物、调控河流水

文以控制洪水频次等［２８，９８］。 主动修复模式通过人为干预使得退化过程得到有效遏制，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但后期维持修复效果需要较多的管理和投入。
多摩川河是日本东京湾区的一条主要河流，流经神奈川县、东京都等城市，全长 １３６ ｋｍ，流域面积约 １２４９

ｋｍ２。 作为一条典型的城市群区域河流，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河流上游建造水

坝，水量调控、采挖河床砾石等持续的人类活动干扰，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河床裸露、外来植

物形成优势群落［９９⁃１００］。 开展生态修复的是多摩川河中游河段，修复工程目标是恢复河流生态健康，恢复乡土

植物群落。 由于河床沉积物的缺失，如果采用自然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因此该工程采用主动修

复模式，通过人工增宽和增加沉积物以恢复砾石河床。 此外，为了对濒危乡土植物 Ａｓｔｅｒ ｋａｎｔｏｅｎｓｉｓ 的进行有效

保护和恢复，人工地方式去除了细颗粒泥沙及外来入侵物种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已有群落。 通过生态修复，
濒危乡土草本植物 Ａｓｔｅｒ ｋａｎｔｏｅｎｓｉｓ 和砾石洪泛平原特有昆虫 Ｅｕｓｐｈｉｎｇｏｎ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ｄ 的种群数量在较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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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恢复了。
４．２．３　 重建

重建是指人为地在受损生境中重建生态系统，替代原有生态平衡的新的生态系统的修复模式。 受损生态

系统的自然恢复能力已基本丧失，开展生态修复不仅需要消除所有可能引发退化的生物与非生物因素，还需

要重新引入其所有或大部分本地生物群落以重建适应本地特征的生态系统。 新的生态系统往往区别于受损

前的生态系统，这一模式通常在湾区常见于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过程。 湿地的重建需要选取生态重建的

地点、提供合适的外部环境条件（包括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重建生物群落和后期管理等［１０１⁃１０２］。 云南异

龙湖的湿地生态修复工程采用重建修复模式，通过筛选适宜的湿地物种，建成以湿生乔木和水生植物复合生

态结构的湖滨湿地，实现了植被盖度 ６０％以上、生物多样性较高等多个修复目标［１０３］。

５　 展望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生态修复时代，湾区是开展退化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修复的重要区域。 开展湾区生态

修复应建立在多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上，使用可衡量的指标对明确的修复目标进行评估，在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生态学原理指导下，参考本地生态系统并考虑环境变化因素，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方

案。 因地制宜，采用适合的技术手段支持和优化生态系统修复过程，实现生态系统从结构到功能的修复，从而

改善个人、社区和国家层面的人类福祉，实现不同层次的生态服务效益。
回顾国内外湾区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技术模式，对照全国及广东省开展的生态修复项目，今后应围绕“理

论、思维和管理”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１）湾区生态修复应重视生态学理论指导，改变重工程、轻生态，重短期工程技术措施、忽略长期自然演

变规律的弊端；应依托自然科学知识，利用自然科学规律，科学开展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生态修复实践活动。
（２）湾区生态修复应树立系统思维，以区域生态功能恢复为目标。 大规模的生态修复会产生累积价值，

应多维度看待生态修复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 在修复受损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时，也修复了因生态系统损

坏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损害。
（３）湾区生态修复应构建“规划设计⁃过程实施⁃监测评估⁃修复维护”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 重视对生

态修复过程中监测数据的获取、生态修复效果的定量评价和修复的可持续性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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